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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文化多样性包括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是保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健康的基础。 由于其内

涵丰富、涉及学科众多、研究内容广泛，在研究时把握研究对象及相应尺度尤为重要。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通过自然和社

会的各种因素紧密连接在一起，表现为空间上的重合、共同的进化过程以及受到共同的威胁。 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进行

共同保护是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主要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传统生态知识、文化景

观等三大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了主要发展趋势。 我国学者在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的一些领域做出了富有特色

和价值的工作，但在保持我国优势和特色领域发展的同时，还需紧跟国际热点和趋势，在机制与系统分析、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环

境影响、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
关键词：生物文化多样性； 民族生态学；文化景观；传统生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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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生命多样性不仅包括生命形式的多样性，还包括文化多样性［１］。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日益

增强，导致土地利用不断扩张、人口急剧增长和资源加速耗竭，作为人类生存资源宝库的生物多样性也面临着

严重威胁。 尽管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受到广泛认可和关注，但生物灭绝速率并未得到有效减缓［２］。 近年来，
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给人类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冲击也逐渐受到重视。 随着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认

识的加深，它们之间概念及空间上的联系也逐渐被发现。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进行

共同保护可能是减缓生物多样性降低速率的有效途径［１， ３］，由此生物文化多样性（ｂ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作为完

整的概念受到关注，并形成了生物文化视角 （ ｂ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及应用于管理实践的生物文化途径

（ｂ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４］。
生物文化多样性指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复杂联系［５］，它包括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二者

之间的复杂联系［３］。 生物文化多样性可被认为是世界差异的总和［６］；由于其内涵丰富，在研究时把握研究对

象及尺度尤为重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指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

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７］，包括遗传（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和景观多样性。 文化多

样性在《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

形式，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

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保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健康的基础，两者之间也

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环境受到冲击时，它们为自然和社会提供保护，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面临干扰时依

然维持功能［８⁃１０］。
早期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关注本土居民的传统生态知识及其在保护中发挥的作用，主要研究区域为亚

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１１］。 １９８８ 年，植物学家在第一届国际民族生态学大会上指出了生物与文

化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随后许多学者分别观察到语言（文化）多样性与物种的共同灭绝危机，相关研究在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得到很大发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
先后通过标志着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分别被国际认可，２０１０ 年通过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联系

方案》（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则标志着国际社会就生物文

化多样性达成共识［１２］。
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是人类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全球多样性危机的一种探索。 然而自然科学和人类科

学属于不同的学科，生物文化多样性整体研究面临着诸多方法上及思想上的壁垒［１］。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

国内外相关重要文献的梳理，总结生物文化多样性主要研究内容及重要进展，明确其发展趋势及未来重点，以
期为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从而促进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及管理。

１　 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的主要内容

虽然生物文化多样性作为完整的概念并用于研究及管理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其涉及自然科学、人类科学

和社会科学等领域，所以研究范围较广。 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和民族植物学研究，由于关注了生物多样性和文

化多样性的联系，一些内容也可以归纳到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中。 本文主要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

关系、传统生态知识、文化景观等三大方面进行论述。 由于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涉及生物、生态、地理、人文等

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常应用于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 比如田野调查、问卷调查、访谈等民族生态学和

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１３⁃１５］在传统知识的研究中不可或缺；基于 ＧＩＳ 的景观格局分析、干扰强度分析等可应用

于景观尺度上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１６⁃１７］。 此外，文献调查与分析等基本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生物文化

多样性研究［１８］。
１．１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自然环境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环境为文化过程及信仰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场所［１］。

０８１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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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通过原著民的信仰与世界观、生计与实践、语言与基础知识、以及规范与制度四座桥

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１］，二者的关系体现为空间上的重合、共同的进化过程以及面临共同的威胁。
１．１．１　 空间上的重合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首先反映在二者在地理空间的重合上，许多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也是

文化多样性核心区域。 早期观察到这种地理联系的是一些田野调查者，包括 Ｎｉｅｔｓｃｈｍａｎｎ［１９］，Ｎａｂｈａｎ［２０］，
Ｓｔｅｖｅｎｓ［２１］等。 １９９２ 年 Ｃｈａｐｉｎ 绘制了美国中部森林覆盖和土著家园地图［２２］，随后 Ｔｅｒｒａｌｉｎｇｕａ 和 ＷＷＦ 沿用他

的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地理关系绘制以及识别多样性热点的工作［２３］。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地理空间上的重合是早期研究的重要内容［９， ２４⁃２５］。 Ｍａｆｆｉ［９］发现 ８３％ＩＵＣＮ 列出

的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同时在语言丰富度排名中占据前 ２５，而根据语言丰富度与植物、无脊椎动物丰度所绘

制的地图高度重合。 Ｍｏｏｒｅ 等［２５］定量分析了非洲撒哈沙以南的语言和脊椎动物的分布，验证了二者的相似

性，并发现环境因子，尤其是降雨和 ＮＰＰ，对两种多样性的分布有共同的影响。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２６］通过对全球物种

和语言的研究，发现高语言丰度往往伴随着高鸟类及哺乳动物丰度，这两类多样性指标与国家面积、纬度、森
林覆盖率、最高海拔均有密切联系。

在较大尺度的研究中，植物及脊椎动物（包括鸟类和哺乳动物）常被用来衡量生物多样性，语言常被用来

衡量文化多样性。 尽管这些指标不能完全代表两种多样性，一些案例研究也表明了语言多样性与文化（种
族）多样性之间的差异［２３］，但这些指标的数据较易获取，在定量研究中具有优势。 将定量生物多样性和文化

多样性的指标加以综合，可用来表征整体的多样性。 Ｌｏｈ 及 Ｈａｒｍｏｎ［６］ 在生物多样性中考虑了鸟类、哺乳动物

和植物数量，在文化多样性中考虑了宗教、语言和种族数量，用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算术平均作为生物

文化多样性指数，并对世界各国的整体多样性进行了评价。
１．１．２　 共同的进化过程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产生具有相同的驱动因素。 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组合培育了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同时这些因素也会造成人类在地理上的隔离，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化［３］。 生物文化多样性是人类

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类文化反过来对当地

的生物资源产生影响。 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不同人群可利用的生物资源在类型、分布和数量上

均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环境适应策略和资源利用手段，构成了人类文化产生的基本前提和自然

背景［２７］。
文化也影响或者塑造了生物多样性。 在人类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进行选择并大规模耕种时，原有物种

被驱逐，原本多样的景观逐渐演化成单一的农田景观，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发生改变。 文化偏好则使得

部分物种得到了广泛的种植，从而影响原有的景观配置。 自然圣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因而在人类有意无

意的保护下得以留存，这种场所往往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未受人类干扰却因人类的意志而存留［２８⁃３０］。
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形成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但文化多样性也深刻影响着生物多样性，两者之

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进化的关系。
１．１．３　 面临共同的威胁

经济全球化、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影响着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由经济激励驱动的高强度资源

开发利用，造成了生物资源的减少，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生物基础。 农业工业化则意味着原有的多元经营向单

一物种种植模式的转移，降低了农田内及农田间物种多样性，减少了物种栖息地。 与此同时，传统饮食及作物

培育知识，以及在此过程中提炼的生态知识、技巧和实践也随之消失。 城市化以及城市的直接扩张造成生境

的破坏、物种和绿色空间的减少；人口迁移使得当地居民脱离原有的文化氛围，导致传统文化流失。
一些研究对两种多样性的灭绝速率进行了比较。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２６］ 参照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对语言多样性的灭

绝风险进行了评估，并与全球鸟类与哺乳动物的灭绝风险进行了对比，发现语言面临的威胁甚至大于鸟类或

者哺乳动物。 Ｌｏｈ、Ｈａｒｍｏｎ 则认为物种灭绝速率与语言消亡速率在全球尺度基本持平，但在区域水平上，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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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直接威胁不同，二者的消失速率存在差异［３１］。
生物多样性降低的直接原因在于栖息地破坏、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外来物种的竞争、气候变化及污染；

其中，栖息地破坏和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是全球、尤其是亚洲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３１］。 主流文化的同

化、移民、城市化、殖民以及全球贸易与交流是文化（语言）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 但这些原因之间又存在

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往往面临共同的威胁。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在长期

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调整适应形成动态平衡，当其中任意一方发生变化，平衡遭到破坏，两种多样性都会受到损

害。 因此，任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都应伴随着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保护［１］。
１．２　 传统生态知识

传统生态知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人类积累的自然知识，是当地文化与生态系统共同进化

的产物，具有动态性和适应性的特点［３２⁃３３］。 传统生态知识的保护有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３４］、稀有物种［３５］、保
护区［３６］、生态过程［３７］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３８］。 传统生态知识也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由此可被视为生物

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共同交集。 传统生态知识包涵的民间生态智慧对现代社区的价值与贡献不亚于现代

的科学技术知识［３９］，对它的保护已被认为是对生物文化多样性进行共同保护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传统生

态知识，特别是原著民的民族植物学知识，也可被用作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指标。 因此，传统生态知识可被

认为是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Ｂｅｒｋｅｓ［３８］认为，传统知识是知识⁃实践⁃信仰的复合体，包括当地物种和其它环境现象的观察知识、本土资

源利用实践以及与人类在适应生态系统过程相关的信仰，其内容包括四个部分：①生态系统生物组成（如植

物、动物）与非生物组成（土壤、水等）的名称，②各组成的用途和功能，③本土资源管理体系及相关组织管理

机构，以及④指导当地生态认知和行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传统生态知识的研究者常常关注传统生态知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医药知识、传统知识与环境行为、

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等方面。 民族生态学和民族植物学作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内容，为传统生态知识

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民族生态学是对过去和现在、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４０］，
民族植物学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４１］。 植物知识本身是传统生态知识的重要内容，由于鸟类、哺
乳动物与植物在多样性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植物知识可被用作传统生态知识的代表［３２］。 不同人群形成的精

细的、基于社区的生物资源的管理方式是传统生态知识的重要内容，典型的例子包括哈尼族和彝族的水稻和

蔬菜梯田、苗族和傈僳族的轮歇式农业以及藏族社区的草地农业［４２］。 这种基于长期生产实践的自然管理方

式保障了社区未来的自然资源安全，具有宏观政策管理无法比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资源管理体系中，法
律［４３］、习俗甚至补偿机制［４４⁃４６］都可以用来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

信仰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责任感以及保护的伦理［４７］。 许多传统信仰体系中存在尊敬、感激及浪费可耻的

态度［４８］。 态度指导行为，有益于自然的态度是当地保护行为的基础。 故事、传说承担了在群体中铭记和传播

自然知识的职责；群体中经常存在的创世或造物的故事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先祖对自然的敬畏，并潜移默化地

规范着听众的行为。 不同的群体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不同；大部分的传统社区认为人是自然界内相互依存

的组分之一，而现代社区的人倾向于认为人是自然的统治者。 当然，这两种情况都过于极端，普遍的情况是，
人类社区处于这两种情况构成的区间中的某个位置［５， ４９］。

传统生态知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国家政策无能为力的地方，扮演着重要角色［５０⁃５３］。 尽管并非所

有的传统生态实践都值得借鉴，传统知识体系仍为应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补充，在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中

发挥作用［５４⁃５６］。 当前，传统社区同样是全球经济的参与者，社区内传统知识流失现象严重，而要求他们继续

采用传统的、低环境影响的生存策略对他们而言并不公平。 因此，保护和发掘传统生态知识，将传统生态知识

应用于社区发展乃至区域可持续发展值得广泛关注。
１．３　 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是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互作用的产物［５７］。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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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具有时空上的特征与变化，对应不同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也反映着自然与文化的变迁。 文化景

观属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但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

文化景观体现了原著民的传统生态知识。 比如梯田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文化景观，是农耕文明的载体，反映

了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对生态服务和人类福祉具有重要影响和研究价值，但全球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导致的

弃耕将造成梯田景观的衰败［５８］。
乡村是重要的生物文化多样性作用场所。 为满足特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长期的农林活动在乡村

景观内引入多种物种及相应的管理机制，最终形成丰富的斑块和较高的异质性，这也是乡村景观的普遍特

点［１２］。 乡村景观是传统实践的结果，遍布世界各地，是理解生物文化多样性作用结果的良好范例［１２］。
Ｂａｉａｍｏｎｔｅ 等人［１６］对景观的自然程度和稀有的、当地的、以及濒危物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传统土地镶嵌

结构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表明历史较长的乡村景观能够支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４８］。
Ｍａｒｕｌｌ 等对 １８５０ｓ 至今马略卡岛的文化景观进行了分析，发现了景观异质性在干扰处于 ５０％—６０％时达到峰

值，验证了适度干扰⁃复杂性假设［１７］。 增强或消除人类干扰都可能导致物种和景观尺度上多样性的减

少［５９⁃６０］。 前者可能会破坏人类与自然在长期的实践中建立起的动态平衡；而改变原有的农业实践使其回到

“自然”状态不仅不会达到保护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尽管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乡村，尤其是历史悠久的乡村区域；但是在城市化的普遍背景下探索城市生

物文化多样性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城市景观层面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绿地的两个尺度，绿地

网络和点状绿地。 Ｖｉｅｒｉｋｋｏ 等构造了城市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研究框架［６１］，认为城市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应

当包括城市绿地中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文化机制对两种多样性产生的影响以及多样性的促进方

法。 Ｅｌａｎｄｓ 等通过对 ２０ 个欧洲城市的研究，发现生物文化多样性在城市规划中普遍缺失［６２］。
此外，民族社区是以少数民族为居民主体的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 作为民族社会的重要构成单元，社区

内独特的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也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６３］。 民族社区研究更接近社会学研究，
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初民社会、乡村民族社区、城市民族社区、民族社区开发与保护、民族社区感知等 ５ 个

方面［６３］。

２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及未来方向

２．１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正面临着由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和传统文化流失的巨大压力。 在发展中，应当将传

统知识和价值纳入保护政策，实现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共同保护［６４］。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物文化多样

性研究成果丰富［６５］，但偏重于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等方面。 目前，关于两种多样性之间的关

系、传统生态知识、自然圣境等文化景观等方面的工作也较多［２７， ６６⁃６７］。 以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为代表

的，针对传统生态知识的研究颇具特色和影响［６８⁃７１］。 Ｘｕ 等［６４］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介绍了我国近年的发展对

传统知识和实践造成的冲击，以及传统知识，尤其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在保护森林、景观、水源

以及多样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薛达元和郭泺介绍了国际公约中有关传统知识的概念，并对与生物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生态知识进行了分类［７２］；成功等提出了立体的传统生态知识民族生态学分析模

型［４０］；尹绍亭对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在中国的实施进行了介绍和评价［７３］。 文化景观的研究主要围

绕自然圣境或典型农业景观展开［７０， ７４⁃７５］，梯田等文化景观研究可视为我国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基础研究［５８， ７６］。
总体来说，虽然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尚未被纳入整体分

析框架。 从内容上来看，我国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生态知识，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实践；景观方面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特定民族文化景观的形成、生态功能和管理实践。 从方法上来看，
虽然定理分析方法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中有较好的应用［７７］，但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中定量方法及空间分析

手段仍较缺乏。

３８１８　 ２４ 期 　 　 　 毛舒欣　 等：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进展 　



htt
p:/

/w
ww.ec

olo
gic

a.c
n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２　 未来发展方向

综观国内外生物文化多样性主要研究内容及进展，其发展趋势为：①从定性走向定量，注重定性和定量研

究的结合。 在此过程中，构建不同尺度上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指标为定量研究提供了便利。 ②研究尺度多样

化，不同尺度的综合分析有助于对机制的探讨。 ③研究方法日益丰富。 从传统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到更多相关

学科技术和方法的引入，日臻丰富的研究方法为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如 ＧＩＳ 的应用

使得传统制图得到极大发展，同时促进了景观和区域尺度上的分析；而现代生物技术和制药技术的发展也在

民族植物学的应用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④基于前面三点，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由最初纪录和描述性工作，逐
渐发展到对机制、复合系统弹性的探讨。 ⑤生态学的发展极大影响和促进着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的发展，当
前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也逐渐关注全球变化、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补偿、可持续发展等热点内容。

我国具有丰富的物种资源、地形地貌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在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中具有独特优势，建国

后的民族识别运动［７８］为文化多样性研究提供了资料和基础。 虽然我国学者在一些领域做出了富有特色和价

值的工作，但未来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１）在保持我国优势和特色领域发展的同时，紧跟国际热点和趋势，在机制与系统分析、生物文化多样性

的环境影响、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同时注意与全球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

等热点内容的结合。
（２）重视学科融合和不同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生物、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多样性

的优势，在较大尺度和多尺度上开展一些系统性的研究工作。
（３）拓宽对生物文化多样性含义的理解，发展适合我国生物文化多样性表征的指标，拓展多尺度分析，强

化系统分析和定量分析。
（４）希望更多的共识与更深入的研究可以产出更有影响的成果，同时以相关研究和管理实践促进区域发

展和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双赢。

３　 结语

生命多样性包含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生物文化多样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由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

多样性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且面临共同的威胁，生物文化多样性逐渐被研究者和管理者所重视，并形成了生

物文化视角及生物文化途径。 我国具有丰富的物种资源、地形地貌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在生物文化多样性

研究中具有独特优势。 虽然我国学者在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的一些领域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工作，但未来的研

究仍然任重道远。 在保持我国优势和特色领域发展的同时，还需紧跟国际热点和趋势，在机制与系统分析、生
物文化多样性的环境影响、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 希望国内在生物文化多样性领域

形成更多的共识，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为区域发展和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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